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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摆脱“酸馅气”

朱自清在散文《春》里引了这样一句诗：“‘吹

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这句诗出自宋代僧人志南的《绝句》：“古木阴中系

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

杨柳风。”朱自清为何摘引这句诗？是不是在这句诗

里隐藏着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某种诗学趣味呢？

朱熹评此诗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

蔬笋气。如云云，余深爱之。”［1］朱熹所言的“蔬笋气”

在苏轼看来是一种“酸馅气”，指一种僧诗的腔调和

习气。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曰：“近世僧学诗者

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模仿士大夫所

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

子瞻赠惠通诗云：语带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

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

无不皆笑。”［2］朱自清对苏轼等人的议论并不陌生，

在他 1935 年的日记中，有读过南宋魏庆之编的《诗人

玉屑》记录［3］，《诗人玉屑》卷二十《禅林》所辑的

正是上述朱熹等人的议论，志南那首诗是作为没有“酸

馅气”的例子来对待的。何谓“酸馅气”呢？朱自清曾

进行过解释：“和尚修行苦，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

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

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

若诗人无真情实感，既无“苦情”，又无“苦辞”，而

强作抒发刻意苦吟，便只剩下那“供人酸鼻的声调”了［4］。

据此，朱自清认为沾染“酸馅气”的诗在审美上

是“隔”的，这或许是他在《春》里引用志南诗的缘由。

亦即，志南那首诗具有自然天成之趣，没有苦吟的

痕迹，表达较为直接，利于接受。由朱氏这一诗学

选择出发，可否确证他对宋诗的接受是有指向性的

呢？易言之，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议论为诗”的特征，朱自清或许不甚在意，因他

所批评的“书生的酸气”或道学气往往暗含在宋诗

的这些面相里。与之相反，他能接受的或是一种清新

流利、具体明白、在接受上直接“不隔”的诗，“吹

面不寒杨柳风”之风味大抵与此相合，他自己也说，“我

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5］。朱自清欣赏

和意在发扬的是不是这方面的宋诗呢？仅凭《春》里

的一点“杨柳风”尚不能确切探知朱自清的这一诗学

旨趣，为验证判断的成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查朱自

清的宋诗论述，并从整体上考察其诗学旨趣之所向。

一  “沉着痛快”也是诗：宋诗与
    中国诗歌的散文化

朱自清 1932 年开始陆续为教学与研究阅读宋诗，

“春”里的“杨柳风”

——从朱自清宋诗散文化的论述谈起

周景耀

内容提要  论文梳理了朱自清与宋诗之因缘关系及其有关宋诗与中国诗歌“散文化”的

文学史论述，发现支撑其论述的主要是做文如说话、明白清楚等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一种“明白清楚主义”的现代诗学趣味。藉此，朱自清重新发现、发明了传统，建构出

一套散文化的诗史谱系，但也受限于此，未能给予以“优游不迫（温柔敦厚）”为代表的传统

诗学观念以相对等的关注，这使之对宋诗乃至中国诗学传统丰富性的认识呈现出一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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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教“诗声律史”［6］，散文《春》便作于这一

时期［7］。他于 1934 年开设的“历代诗选”课，开

始涉及宋代诗人苏轼和黄庭坚［8］。1935 年朱自清

开始大规模阅读宋诗，为开设宋诗专题课作准备，

1935 年度第一学期他即开设了专题性的“宋诗”课。

在朱自清的宋诗阅读史中，涉及的诗人有王安石、

黄庭坚、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陆游、杨

万里等人；宋诗选集有《宋诗抄》《宋诗选》《宋

诗精华录》《宋诗抄略》等；与宋诗有关的诗话数

种，如《诗人玉屑》《冷斋夜话》《宋代诗话考》《载

酒园诗话》《石遗室诗话》《春秋诗话》等。可以说，

从 1935 年至其去世前，宋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

未间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朱自清 1938 年撰写

的《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

点〈宋诗精华录〉》较能代表他对宋诗的整体性意见，

他后来的宋诗研究基本上可视为这篇书评的延续。

在这篇书评里，朱自清认为的宋诗的精华是什么呢？

他所依据的何谓宋诗精华的标准，内在旨趣与他选

择志南诗具有一致性吗？

陈衍编选《宋诗精华录》，有其问题意识与评

选标准。诗之音律问题是标准之一，所谓“诗言志，

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陈衍认为宋诗之精华即在于此，而非过多土木之音

的诗歌。陈衍之所以以此为标准评选宋诗，其用意

是要给当时诗坛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宋诗选本，以

矫时人音律方面的问题，即“近贤之祧唐宗宋，祈

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

土木而无丝竹金革”［9］。朱自清意识到陈衍的用心，

但与之不同的是，朱自清指出宋诗精华不专在近体，

古体亦为精华之一。他指出宋人七古胜过五古，且

有其独到之处，以“近唐调”作为评选宋人七古的

标准，“所谓‘妥帖’‘排奡’，大概得之”，宋

诗中的五七古多如此，而七古尤然，他认为这体现

了诗的散文化倾向，此倾向构成朱自清判定何谓宋

诗精华的重要依据。具体意见如下：

我们可以说这些诗都在散文化，或说“以

文为诗”。不过诗的意义，似乎不该一成不变，

当跟着作品的变化而渐渐扩展。“温柔敦厚”

固是诗，“沉着痛快”也是诗。《宋诗钞》似

乎只选后一种，致为翁方纲所诋。他在《石洲

诗话》中说，《宋诗钞》所选古诗实足见宋诗

真面目，虽然不免有粗犷的。石遗老人论古诗，

重在结想“高妙”（《诗话》十二叶）。本书

所选，侧重在立意新妙，合于所论。但工于形

容，工于用事，工于组织，都是宋人古体诗长

处，似乎也难抹煞不论。宋人近体自“江西派”

以来，有意讲求句律，也许较古体精进些；可

是古体也能发扬光大，自辟门户，若以精华专

归近体，似乎不是公平的议论。我想老人论古

诗语，原依白石《诗说》立言，并非盱衡全局。

至于选录宋诗，原是偏主近体之音律谐畅者，

以矫时贤之弊；古体篇幅太繁，若面面顾到，

怕将成为庞然巨帙，所以只想从“高妙”者着手。

序中“精华”云云，想是只就近体说，一时兴到，

未及深思，便成歧义了。［10］

依朱自清所论，陈衍把古体排除出宋诗精华的

行列有失公平，亦即宋诗中的古体也工于形容，工

于用事，工于组织，因此“沉着痛快”的古体诗也

能表现宋诗的真面目，此亦为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

在朱自清那里，“沉着痛快”与散文化或以文为诗

是一组具有内在关联的概念。以文为诗是通达诗之

散文化的途径之一，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作诗可

采取作文的方式进行，韵散结合，不必过于关注韵

律音节，形式较为自由。另外，在表达上，散文化

的诗“或抒情或描写，或叙事，或议论”［11］，不

尽是一唱三叹的讲究“温柔敦厚”的“纯粹的抒情”，

达到的艺术效果之一是直接、明白、易解，给人以“沉

着痛快”之感。“沉着痛快”本自《沧浪诗话》：“其

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这是严羽

对诗歌风格进行的两大分类，一种是优游不迫，意

为舒缓从容，不急不迫，含蕴不露。它在情感表现

为温厚和顺，艺术表达方面含蓄和缓，艺术效果表

现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总体风格是柔和舒缓［12］。

张健认为“沉着痛快”内涵有二：一是直截了当的

表现，二是力度大。严羽《答吴景仙书》云：“高

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

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著痛快，深

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

世之君子不辞也。”据此可知“严羽所谓的沉着痛

快是直言，是明言，这种明目张胆的直言，往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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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有力度、痛快淋漓之感。这种特点与优游不迫

的不直言、不明言正好相对”［13］。朱自清主要是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宋诗“沉着痛快”的特质的，他

把“沉着痛快”与诗的散文化建立起联系，在他看来，

“沉着痛快”代表的是一种明白直言、畅叙痛快的

风格，在散文《春》里，他所引的志南之诗，或与

此诗学趣味有关。抗战期间朱自清给吴组缃写过一

封信，在信中明确说他偏爱的是散文化的诗：“我

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

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14］王瑶也在回忆文章

中指出朱自清“主张诗应该散文化的，所以他喜

欢宋诗”［15］，这从侧面印证朱自清对散文化宋诗

的青睐。

在此诗学趣味的导引下，朱自清选注《宋五家

诗钞》时，散文化的标准便暗含于这部诗选内部。《诗

钞》古体占有一定比例，选注对象为梅尧臣、欧阳修、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五家诗，共 112 题约 138 首诗，

其中古体约 54 首。即便近体诗占据大半，但所选近

体诗也多以“沉着痛快”者为主，写景、叙事之作

多，用典隶事议论之作少，以禅为诗之作更是少见。

可以说，朱自清《论书生的酸气》一文中论及的几

种致“酸”的倾向在这个选本里皆尽力回避。如，

在他看来梅尧臣的贡献在于“去浮靡之习于西昆极

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16］。欧

阳修诗的风格与韩愈相似，所谓“昌黎时出排奡之

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17］，“敷

愉”大抵指一种铺陈畅快的诗风，所选欧诗即以此

为准。王安石诗的问题是议论过多，此为一病［18］，

故王氏此类诗未入选。说到苏轼，朱自清认为“子

瞻诗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但其诗之病在于“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

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苏轼“掉

书袋”的毛病掩盖了其诗歌的真精神，要想把握

苏诗的真精神，必须汰其用事之作，即其所言“读

苏诗者，汰梅溪之注，并汰其过于丰缛者，然后

有真苏诗也”［19］。至于黄庭坚，其病在于“惟本

领为禅学，不免苏门习气，是用为病耳”［20］。朱

自清对五家诗人的意见及其所选五家诗，清晰的体

现出其散文化的诗学趣味，他也经由这五位诗人，

建立起宋诗散文化发展的文学史脉络。如其所言，

梅尧臣、欧阳修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散文化的

进程，到苏轼宋诗散文化达到极致，王安石、黄庭

坚提倡杜诗继续将宋诗的散文化往前推进［21］。而

宋诗中以禅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部分

不但极少入选，且严羽所说的“优游不迫”之诗亦

未鲜明的体现于这个选本中。

宇文所安曾言，“写作新的文学史，需要大规

模地重新评判无数以往的个别的作家和作品，需要

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辩论，并和以前的价值判

断进行协商。而且，也需要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和新

的评点注解，以使得这些新的价值判断变得‘不言

自明’”，他认为“五四”批评家们非常依赖这种

“不言自明”的叙述，“他们的判断都是超越了历

史、不言自明的；尤其在他们的这种状况里，他们

暗示说人们只要一旦清除旧日的偏见这种障眼物，

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他们所作的这些价值判断的

正确性”［22］。朱自清即依据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

将散文化视为宋诗之精华，《宋五家诗钞》在此意

义上成为重新评判“名家名作”价值的样本，朱自

清对其它朝代诗歌进行的评选与注解，所遵循的大

抵也是散文化的标准，如《十四家诗钞》。基于此，

朱自清认定中国诗歌的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走向散文

化的过程，不独宋诗如此，其他时代的诗歌也存在

着散文化的倾向。到宋代诗这个倾向更为明显，以

至形成了一个新传统，由此他进一步将散文化扩展

为整个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并作为一种“新变”

的力量不断改写诗史的进程。

论及《古诗十九首》，朱自清指出这些诗大概

出于文人之手，“但因模仿乐府，散文的成分不少；

不过都不失为诗”，也“不失为严羽《沧浪诗话》

所谓‘沉着痛快’的诗。历来论诗都只赞叹《十九首》

的‘优柔善入，婉而多讽’，其实并不尽然”［23］。

到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但陶渊明违反

当时趋势，打破这一做法，其诗“不排不典”，“只

求明白诚恳”，故其诗“是散文化的”［24］。之后

齐梁宫体诗至唐发展为近体诗，而在这个过程中“真

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因杜甫将诗领域扩大

了，“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

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

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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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的手里

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

‘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25］。

韩愈跟着他进一步将诗散文化，他的诗“逞才使气，

不怕说尽”，也是“沉着痛快”的诗［26］。沿着杜

甫与韩愈的诗风，诗之散文化到宋代成为一个新传

统被建立起来，发展出一类“沉着痛快”之作，这

类作品“或抒情或描写，或叙事，或议论”，与“吟

咏性情”和“温柔敦厚”不尽相合，可“事实上是

有许多人爱作有许多人爱读的诗”，与“优游不迫”

的诗并列［27］。朱自清据此判定宋诗的散文化代表

了诗发展的方向，不必强调诗文之别，它逼着后来

的作家接受散文的体式，因为“诗不得不散文化，

散文化的诗才有爱学爱读的人”，到了现代，现代

诗走上了散文化的“正”路，散文的发展已经压倒

了诗的发展，故“现在是散文的时代”。另外，他

借用 Murry《风格问题》一书中的观点指出诗文并不

存在界限，“批评只消研讨基本的成分，比较着看；

它所着眼的是创造想象，除非研讨文字的细节，是

不必顾到诗文的分别的”［28］。因此，他认为区分

诗文的不同形式“不足尽凭”。这种打破诗文之别

的看法，固然无不道理，但朱自清的用意，是在肯

定诗之散文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进一步说明他

对散文化的诗是多么“偏爱”。

二  “明白清楚”：一种文学史
    书写的意识形态

尽管朱自清诗之散文的论述显得驳杂含混，但

观其所论，一种线性的文学史观还是清晰的浮现在

我们面前，他以此思维为引领，意图建构一套散文

化的诗学谱系，这表现为他强烈的文体更新的意识。

如上所述，在朱自清的建构的诗学谱系中，宋诗开

启了诗散文化的新传统，成为此后诗歌发展的主要

倾向，故进入散文化的现代，诗要调整自己，不得

不散文化，应主动顺应这一诗学倾向［29］。其次，

与其诗之散文化论述相呼应的是明白清楚的诗学旨

趣，在朱自清看来，这是诗之散文化体现出的重要

艺术特色。换言之，朱自清一方面希望从诗之散文

化那里获得明白清楚的审美效果，散文化的诗确也

能实现这一效果；另一方面，明白清楚作为一种诗

学观念，又先行影响了他对诗之散文化的审美期待，

构成某种“审美无意识”，影响到他对文学的整体

认知。

朱自清的这些认识不是凭空而来，与其师胡适

提倡的白话文学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曾言“大

学时代受了《新青年》的启示，开始学习白话文写

作”［30］，也多次在著述中对胡适的白话文学观进

行阐发引申［31］。

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

中说：“唐诗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

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

献，在于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

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32］即“宋诗的特别性质

全在他的白话化。换句话说，宋人的诗的好处是用

说话的口气来做诗：全在做诗如说话，杜甫的诗里

已有这种体裁”［33］。这和朱自清指出的诗之散文

化至杜甫为一大转折的看法并无二致，且其选定的

具有散文化特征的宋五家诗，也基本上被胡适视为

“做诗如说话”的代表性诗人。朱自清对胡适所言

的宋诗之好在“做诗如说话”的说法心领神会，在

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做诗如说话”就是要求

“诗要明白如话”［34］。因此，朱自清的散文化的

宋诗与胡适的宋诗“近于说话”、“白话的宋诗”

的内在精神上并无根本不同，皆指向一种明白清楚

通俗直接的艺术效果。胡适对何谓“白话”有过界

定：

“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

“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

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

就是明白晓畅的说话。［35］

胡适对“白话”意义的阐释，基本可涵盖朱自清所

言的散文化之诗具有的艺术效果。其中，做诗要形

象具体是通往“明白清楚”的方式之一，作为学生

的王瑶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及朱自清对这一诗学观念

的认识，他认为“诗要表现得有力量，写法就得具体，

新鲜；用现代化习语说就是形象化”，如苏东坡的《新

城道中》一诗以絮帽铜钲入诗，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

黄庭坚《过家》一诗读起来“非常明确具体，所以

有力量”［36］，又“五月榴花照眼明”，“枯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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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昏鸦”之类的诗句，都是很多形象的凑合，给人

画一样的印象［37］。“五月榴花照眼明”美在何处？

胡适认为“美在用的是‘明’字。我们读这个‘明’

字不能不发生一树鲜明逼人的榴花的印象。这里面

会有两个分子：（1）明白清楚，（2）明白之至，

有逼人而来的‘力’”，他进而总结认为“美”具

有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

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象。”［38］由此可见

朱自清与胡适在诗学观念上的精神联系，而通观朱

自清所论，将之视为胡适白话文事业的重要继承者

也许并不为过。

进而言之，这种“明白清楚主义”［39］的诗学观

念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影响不容小觑，甚至成为一

种文学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通过现代学者

的诗歌选本证明这一诗学观念所产生的普遍性影响。

他指出“五四”时期对乐府诗的评价发生极大转变，

以鲍照为例，在钟嵘的《诗品》里他和陶渊明仅被

列为中品，《文选》即便选了他的 8 首乐府诗，但

没有一首现代人熟知的《拟行路难》。这种情况一

直延续到清代的王士祯，在他那本颇具影响的《古

诗选》中虽然收入鲍照 39 首诗，但乐府只有 4 首，

而在这四首乐府诗中没有一首《拟行路难》。但在

朱自清的《十四家诗钞》中，鲍照的诗选了 10 首，

其中乐府诗 7 首，这 7 首乐府诗中有 5 首《拟行路

难》，此后诸家选本基本是朱自清选本的延续与复制。

如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收鲍诗 17 首，其中乐府

11 首，有 6 首乐府诗与朱自清选本重合。林庚、冯

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里的 11 首鲍诗有 9 首乐府。

程千帆、沈祖棻的《古诗今选》选鲍诗 8 首，其中

5 首是《拟行路难》。上述选本大都由著名学者完成，

如今已入经典选本的行列，但是，为何对鲍照诗的

评价会在王士祯之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原因之

一是被现代观念建构起来的通俗自然的诗风得到了

诸选家的认同，乐府诗的大量入选即确证一种明白

清楚、不事雕琢的诗学观念被普遍接受［40］，可见，

即便是古代文学修养很高的现代学者也难以摆脱这

种诗学风尚的影响。受此观念影响，现代学人对文

学传统进行一种潜意识的、终结性的重构，以古代

诗歌选本为例：“时间距离越近，古典文学的作品

选就越发呈现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得到一个标准

的文学史的支持，使得人们对文学过去的基本发展

脉络可以得出相当统一的结论。”［41］比如上述诸

选本之所以在评选鲍诗时体现出某种一致性，并非

事出偶然，而是得到了一个“标准的文学史的支持”，

明白清楚的诗学观念对这种文学史标准的形成起到

了重要作用。

“明白清楚”的诗学观念事实上构成一种 20 世

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识形态，这些并不仅仅是

从传统中延伸而来的诗学观念，促使人们对文学

传统进行一种潜意识的、终结性的重构。具体论

之，正因这种明白清楚的诗学观念对朱自清的影

响，乃使之对“散文化”的诗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

也才有他对“以文为诗”现象进行的散文化解读。

当然，朱自清从散文化的视角看待宋诗并无不可，

且有利于发掘宋诗这方面的特质，但贡献之外，

还应识其不足。因一旦过于强调诗之散文化的一

面，或无意中会忽视或压抑宋诗的另外一些面相，

而正是这些面相，在朱自清那里与其散文化的诗学

旨趣形成某种对立或冲突，优游不迫（温柔敦厚）

即与之所确认的诗之散文化的发展趋势不相符。他

认为宋诗散文化的进步，使得“诗不是从前的诗了，

教也不及以前那样广了，‘温柔敦厚’也好，‘无

邪’也好，《诗》教只算是仅仅存在着罢了”。因

为诗的散文化趋势，故在他看来“单说‘温柔敦厚’

已经不足以启发人”，继而文以载道说兴起，“文

教”代替“诗教”［42］。事实上，“文以载道”和“温

柔敦厚”的诗教并不能以一种替代关系论之，它们

是一对并存与相互涵容的观念。朱自清认为温柔敦

厚的诗学观念到宋代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摆设，未

免有违实情，“温柔敦厚”一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

重要观念，也只是到了现代西方思想观念涌入以后，

它才被彻底替换。正如宇文所安所言，胡适等人开

创的新的文学史传统，没有留下余地来“容纳多种

多样有关文学和文学史的意见”，不符合其文学史

旨趣的皆视为“障眼物”而排除在外［43］。或因朱

自清信奉的明白清楚的诗学旨趣与 20 世纪中国文

化逻辑的潜在的一致性，才出现了宋诗另外一些面

相被压抑的局面，所以，宋诗在 20 世纪中国未能

得到公正评价的原因，与这种文学观念有着极为密

切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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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隔”：一个常州词派的例证

张尔田晚年曾言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特色是“文

辞之美”与“意在言外”［44］。黄节晚年笺注阮籍的

《咏怀》诗时说：“故余于三百篇重振救之，以文章

之美，曲道学者，蕲其进窥大义。不如是，不足以有

诗也。”［45］中国传统文学所具有的“文辞之美”与

“意在言外”的美学特质是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较为

普遍的看法。当朱自清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于诗之“沉

着痛快”的面相时，无意中对中国诗歌“文辞之美”

与“意在言外”的特质估价不足，甚或视而不见。

朱自清在 1933 年 1 月 24 日的日记中，记有他

读完邵瑞彭［46］的《扬荷集》时的一段评语：

读邵次公《扬荷集》竟，觉集中令词境界

苍老，如诗之有宋；至如《生查子》数阕，直

以诗为词，实前所未有。刘舍人论诗有“清刚

隽上”之语，足当集中令词品目，即《玉楼春》、

《菩萨蛮》、《蝶恋花》诸作，亦迥不犹人，

盖独有深致焉。慢词多生僻之调，皆能宛转自

然，固是不易，然情不深，而以辞胜，豪放婉约，

二体兼具，藻饰太繁，真意转晦，写景赋物，

每令人觉其“隔”；往往读竟一篇，莫知所指。

然安章宅句，良费苦心，时见潜气内转之妙，

他人罕及。浦公（浦江清——笔者注）所赏，

与余殊有异同，然以“有乐府味”、“浑成”

等语论此集，不为无见。大抵作者功甚深，而

陈言未去，是以徒见其文；所谓能深入而不能

显出者欤？集中和作甚众，令不主一家，要不

出唐、五代、北宋诸作者。慢词柳七清真为多，

然篇篇均有作者之我在，殆不重形似也。“扬荷”

之名未知所出；集中《临江仙》有云“女墙外

谁翻怨叠，扬荷清歌？”可以见其旨趣所归。［47］

在 1936 年撰写的一则《读书笔记》中，朱自清再次

提及《扬荷集》，认为集中《生查子》数首“格调

清新”，令词称得上“清刚”“隽上”，论及慢词，

意见虽大体如前，却更为明确，对慢词仍以批评为主：

慢词多生涩的调子，却能圆转自然；可是

情不深，只以辞胜。豪放婉约两体，倒是都有；

不过典故太多，虽然华丽，真意反让辞藻埋没了。

写景物常教人觉得“隔”着一层。往往读完一篇，

不知他的用意所在。虽然章句的安排组织，煞

费苦心，却不免觉得是空架子。大概作者慢词

功力很深，技术很熟，而未能去陈言；因此也

许就深入而不能显出了。集中诸作较见性情的，

只《洞仙歌》一首，哀他六岁的殇儿的。［48］

朱自清对邵词的态度体现为正反两方面。首先他认

为邵词中的“令词”是“迥不犹人”“独有深致”的，

并在日记中先后录有《扬荷集》中的四首令词［49］。

相对于字少调短的令词，字多调长的慢词则未获其

欣赏。朱自清指出邵氏慢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

面，一是慢词调生僻，藻饰太繁，“陈言”太多，

因此会使词中意义变得晦涩难懂，让人莫知所指，

他视之为“隔”，藻饰太繁视为掩盖“真意”真情

的原因，这是作者能“深入而不能显出”的表现。

二是慢词不重“形似”，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寄托，

但真性情的作品极少，只有《洞仙歌》一首算得上。

若依照朱氏的意见，将他认为的慢词之“陈言务去”、

藻饰删尽，重视词之“形似”的一面，减少词中“作

者之我在”，如此一来，慢词与令词基本无异了，

张尔田所言的“文辞之美”与“意在言外”亦随之

弱化。为什么朱自清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这仍然和

他明白清楚的诗学旨趣有关。从上面的评论可知，

朱自清更中意的是“形似”的词，是不“隔”“能

显出”的令词，具有“优游不迫”特质的慢词在此

诗学趣味的影响下未能获得同等的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朱氏所言邵词之问题，却

恰是邵词之特色所在，邵词由晚清常州词派一脉而

来，创作慢词涩调即是常派特色之一。朱氏对邵氏

慢词的否定，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他对常州词派“意

内言外”与“比兴寄托”的词学理念的批评。朱自

清在另一则日记中明确表现出对常派理念的不认同。

在 1933 年 2 月 5 日的日记里，记有他读毕任中敏主

编的《元曲三百首》后的感受：“散曲以言儿女情

为长，言志有俳气而不切挚，宋词亦如此，至清人

乃别辟新境，却非词本色。散曲一道似无人为此偷

梁换柱工夫也。”［50］在朱自清眼里词和元曲不可言志，

只宜抒情，言志则失之切挚，也就是说，词之本色

在抒情而非言志。而常派所言之“比兴寄托”即有

言志一面，意图在词中寄寓微言大义，以提高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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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这在朱自清看来不是词之本色。他进一步说：

“词到了清代中叶以后，一般作者才有意识的加以

推尊，争辟新境，使它可以作为正正经经言志的工具；

但是词这个体裁似乎根本不宜于言志，所以许多作

者的努力，成功并不怎么大。”［51］这中间大概也

包括邵瑞彭。

邵瑞彭曾为舂音词社社员，朱祖谋为该词社社

长［52］，邵氏视朱氏为师［53］，朱氏为常派代表人物，

二者在词学上的渊源关系于此可知。龙榆生曾概述

常派的发展史：“言清代词学者，必以浙、常二派

为大宗。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

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

字保绪）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

字幼霞）、归安朱强村（孝臧，原名祖谋，字古微）

诸先生，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54］在叶恭

绰看来朱氏“为词学之一大结穴”，是“开来启后”

的人物［55］，他与王鹏运等人造就了后期常派的兴盛。

邵瑞彭亦曾言：“洎王、朱、郑、况比肩崛起，词

学益盛，朱、况二老晚岁尤严四声，词之格律遂有

定程。”［56］朱自清言及的邵词“太工巧”［57］、“技

术很熟”，即说明邵氏在词之格律方面学习朱、况

二人的结果，仅就此而言，他可算是常派的继起者

之一。朱自清或许没有意识到，对词之格律技巧的

强调正是晚期常派着意追求的品格，这其实也是常

派尊重词体观念的延续与深化。同时，作为常派核

心理念的“意在言外”与“比兴寄托”，自然泽溉

邵氏，此理念从张惠言《词选序》生发而来：

词者，盖处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

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

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

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

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志，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宕靡丽，

杂以昌狂俳优。然其要至者，莫不恻隐盱愉，

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

曼辞而已。［58］

邵瑞彭在给友人词集所作序中，对张惠言所论有所

阐发：

词者乱世之造也，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

后春秋作。黑精既没，凤鸟不假，新王不兴，

端门之书蔑如，自兹五胜失序，幡薄绿图，永

祕河洛，间有小康之岁，要之乱多治寡。士生

其际，念天人之变，闵邦家之衰，进不获行其

所志，退而为诗，温柔敦厚，往往不戾乎六艺，

词古今诗人所由众也。词又诗之余，变风变雅

之遗，春秋经世之志也，草諯于唐，繁衍于宋，

其志哀以思，其言微以婉，其声曼以戚，感人

之深，诗所不逮。［59］

因邵氏对常派词学理念的认同，故其词显示出朱自

清所说的“藻饰太繁，真意转晦”的样态，不以追

求“形似”与直白为要，与明白清楚的诗学追求存

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意在言外”的词学观念

是中国古典诗学中“含蓄”精神的延伸与发展，它

以不直说、不说破为旨归，这也是优游不迫、温柔

敦厚等观念具有的品质。因此，中国古典艺术在“表

达、技巧等问题上形成一个基本看法，即可传达的

都是表面的、肤浅的、有限的、而最深刻、最本质

的东西则不可传达”，诗词的语言则“因其表达欲

求与言不尽意之间的张力而被视为一种不可言说的

言说”，非独诗词如此，中国古代的言说方式基本

被视为“婉曲而富于暗示性，具有迂回曲折和意在

言外的特征”［60］，常派词学理念与词学实践无疑

是对这一传统的承续。与朱自清相反，况周颐、夏

敬观等人对邵词作出的却是另一番评价，借助他们

的评价，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观察传统与现代两种

不同诗学阐释方式的分歧。况周颐云：“叔雍谓次

公近作多指事词，意内而言外，寄托遥深，固其宜也。

持此以读次公诗，庶几得之。然其婉约端艳，正不

为事多拘，细加体会，自得其妙。”［61］夏敬观曰：

“次公为词，宗尚清真，笔力雄健，藻彩丰赡。近

自中州寄示所作五词，则体格又稍变，运用典实，

如出自然，博综经籍之光，油然于词见之，盖托体高，

乃无所不可耳。”［62］叶恭绰亦云：“次公词清浑

高华，工于容翦。残膏剩馥，正可沾溉千人。”［63］

三人的评论，颇合常派理念，与朱自清不同，他们

并未将“藻饰”和“意在言外”与“隔”联系起来，

却将之视为邵词的基本特色而大加赞赏。

从选词篇目也能看出这种差异。叶恭绰《广箧

中词》选录邵词 9 首，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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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邵词 13 首，二人所录与朱自清在日记中所录 4 首

篇目皆不重合，且风格大不相同。叶、龙二人所选

大抵以“藻饰”与“意在言外”之词为主，含蓄婉

转，不易读懂，皆所谓“莫知所指”者。朱氏则如

其所言，摘录的多为易于接受的具有“有乐府味”

的词，藻饰涩调之词未录，这与其在《十四家诗钞》

中的做法是一致的。这一看上去细微的差别，实则

体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趣味。概言之，导引朱

自清谈诗论词的是明白清楚、形似自然等诗学旨趣，

与之相反，支撑邵瑞彭等人诗学旨趣的是藻饰与“意

在言外”。正因此，才使得朱自清对邵词的评价与

况周颐等人出现如此迥异的差别，并认为常州词派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并不怎么成功，他说清代常

州词派想提高词的地位，“努力使它进一步诗化，

严肃化，可是目的并未达成”［64］。

结语：“杨柳风”与“过去”的终结

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评价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时曾说：

清末以来有一种风气，对那些晦涩作品给

予异常高的评价。其原因大概在于一部分人认

为：某些受压抑的感情用明快的形式难以实现，

而晦涩手法是表现它们的适当形式。但在现代

中国有一种观念，认为不仅诗，连所有文学作

品都应该塑造出鲜明的形象。与现代文学一样，

对于古典作品，这种观念也有强制影响。对于

本书，这种观念大概也发生了重大作用的。［65］

这是说形象思维对钱锺书选注宋诗的影响，亦即在

《宋诗选注》中潜藏着一条“明白清楚”的诗学线

索。在这个意义上，钱锺书与朱自清、胡适等人的

诗学旨趣具有一定的亲缘性，与晚清所谓“晦涩”

诗风经脉相连的“意在言外”的诗学传统则存在着

根本性的分歧。进而言之，“晦涩”向“鲜明的形象”

的转折，事实上是传统诗学向现代转移的表征，这

个过程体现为强调形象具体、明白清楚的诗学观念

渐渐成为诗学的主流与正统，导引并塑形着现代以

来的文学实践与文学史书写，而“意在言外”、“温

柔敦厚”等传统诗学观念则呈现出边缘化的态势，

边缘化即意味它们的退出。是故，朱自清等人在中

国诗学传统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重新发现、发明了传统，但同时也遮蔽甚或颠

覆了传统的另外一些面相。

我们应意识到，以“杨柳风”的诗学风尚为法

则重估中国诗学传统，带给传统的不一定是春天，

或许意味着作为“过去”的某些传统的结束，事实

表明，“温柔敦厚”等诗学观念在今天已不再具有

权威性。当然，对“杨柳风”的评述，并不意味着

否定“杨柳风”本身，也不意图否定它作为一种文

学（文化）风向的某种合法性，而是意在打破单一

视角，寻求并建构一种多元诗学结构的可能性，以

及在此前提下，重新思考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百年

来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决的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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